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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歷來面對明亡之失，史家多批評王陽明及其“心學”。明末清初學者顧亭林就認為

王陽明的學說空泛虛無，士人習之無益於經濟天下，而王陽明四處講學亦阻礙了“道德一，

風俗同”的儒家政治理想。本文堅持王陽明作為儒者，胸中必有儒學的終極關懷，建立的

學術亦必然包含了對現實問題的反思與回應。文中將嘗試重現“心學”產生的歷史背景，

也就是明代的政治現實，描繪出當時士人面對的政治壓迫，以及明朝廷失衡的權力結構，

並對其進行評估，藉此說明以程朱理學為理論資源的士人，無法繼續對皇權進行文化和政

治制約。“心學”雖然注重“心性理氣”等形而上學的探討，然而以儒學的歷史演變言之，

其背後的關懷仍然是“人間合理秩序”的恢復，是一門為了現實政治理想而發展的學說，

也是程朱理學的延續與修正，依然符合“儒家整體規劃”。 

 

關鍵字：王陽明、心學、明代政治、儒家整體規劃、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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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學術的目的是追尋真理，然而人們並不能保證自己能夠得到真理，所以我們對於既

有的所謂事實和真相，都要抱有一定程度的懷疑，非通過理性的拷問不可輕信。對於許多

約定俗成的說法，更應如此。本文正是出於對王陽明（1472～1528，明成化八年～明嘉靖

七年）和“心學”既有印象的反思而作的。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王陽明在思想史的地位不必贅述，“明代大儒”、“心學大師”等身份早已成為一

般學界的共識，而心學這名詞與理學一樣，被思想史家描述成純粹的哲學與形上學的探討，

落實於生活則是個人修身之術，探究“心性理氣”，至於建構這門學問的思想家為何而作、

想要解決什麼問題，則往往略而不談。1 這正正是“新經典話語系統”2 思想史敘述模式

                                                 
1  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的〈自序二〉中也有相同的閱讀經驗。（余英時，2004：11）我也

參閱了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容肇祖，2013：1002-1040）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馮友蘭，2011：

409-426），確實每到王陽明之章節，都著重描寫與分析他的傳記與經典，政治與社會背景等的外在因素

如何影響他的學說、他的學說又對現實產生什麼意義卻著墨甚少。有注意到這方面的是葛兆光的《中國

思想史》（葛兆光，2001b：299-325）。 
2  即以思想家及其經典著作為主幹，按歷史時間軸排列的思想史書寫。（葛兆光，2001a：9）這樣的書寫模

式不全面，因為它抽空了哲學家與思想家身處的歷史現實，進而無法把握該哲學與思想得以產生的外在

因素，如政治背景。這也許是現代學術分類下所導致的。（余英時，2004：11）竊以為，現代學術分類

的目的在於學問的精專，所以壁壘分明，研究哲學的也就因此忽略了政治背景等外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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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的結果。這樣的敘述模式當然不能說完全錯誤，它也有自己的合理性，
3
 但我們因此

對心學的現世實踐意義落於片面之理解卻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於是，我希望用不一樣的

方式去理解王陽明以及他的學術，重新闡釋陽明學的現世實踐意義。本文要驗證，陽明學

絕非虛無之學。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方法 

顧亭林（1613～1682，明萬曆四十一年～清康熙二十一年）曾批評王陽明心學空泛

虛無，誤國誤民。我認為顧亭林對陽明學的論斷與現代思想史有頗多近似的誤區，也是極

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學者，欲為陽明學正名，必須重返顧亭林，對他的指責進行回應。 

我們需要重構歷史現實，才可以把握陽明學的現世實踐意義，做出公允的評價。所

以，我將在第二章探討明代士人身處的嚴峻現實以及左右他們判斷的政治結構，以此證明

“談心性”背後所隱藏的“情非得已”以及積極意義，並非所有“談心性”都是“空談”

和“袖手”的。接著，第三章會回歸王陽明先生的思想，從他的語錄、文錄、傳習錄等文

獻資源提煉出他回應政治現實的判斷，證明陽明心學選擇的路線是有意為之的。結合上述

兩章的論證，就可以證明陽明學並非我們一般人想像中的那樣只“談心性”，提醒大家陽

                                                 
3  可以通過人物生活的時代先後來排列思想史的順序而不必費盡心機地清理思想的“內在秩序”；可以清晰

地梳理出章節要點，供閱讀者歸納和記憶；用名頭響亮的天才為章節，以人們常讀的經典文本當資料，

可以省卻爬梳整理、考訂比較的功夫。（葛兆光，2001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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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學作為儒學的一種歷史演變，依然符合“儒家的整體規劃”（The Confucians 

Project）。4  

本文的研究範圍從明初洪武時期開始，直至王陽明的時代。之所以需要上溯至洪武

年間，主要是因為開國君主有制定一朝一代政治傳統的權威，國初創造的環境將對後世持

續發生影響，任何的變革和成就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發生的。 

 

第三節、前人研究成果 

余英時作有《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書，專門探討朱熹

（1130～1200，南宋建炎四年～南宋慶元二年）作為一名士大夫與宋代政治環境的互動，

從而揭示朱子理學的現實意義，把理學放進儒學的發展脈絡。書中也提出了“儒家整體規

劃”這一概念，為儒學的終極關懷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也就是“恢復合理的人間秩序”。

這一點對我而言有很大的啟發，這篇論文就是因應而生的。 

葛兆光的《中國思想史》倡導書寫思想史時應該注意到時代的“一般的知識”，這

促使了他在對王陽明之部進行論述時注意到了明代政治環境對王陽明“心學”的發展與影

響，提出陽明學是朱子學的延續與修正的觀點。 

 

                                                 
4  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中提練出儒學具體的理想，也就是“恢復合理的人間秩序”，以此說明

理學家們暢談心性問題，著重“內聖”的修養，其實是為了實現“外王”的大業，“內聖”與“外王”

實有密不可分的連續性。對此，余英時有《試說儒家的整體規劃——劉述先先生〈回應〉讀後》一文作

更深入的討論。（余英時，2006：307-319） 



4 

 

第四節、研究難題 

本文研究最大的困難是珠玉在前。余英時在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時，引用了大量

的歷史文獻，研究範圍極其廣闊而論述詳盡，把朱熹與他身處的時代背景還原。此非有極

大的閱讀量和深厚的學術訓練不可為之。本文篇幅有限，作者能力亦有限，在學術的意義

上不能有所推進，只能在余英時的陰影下繼續延伸，試圖把朱熹換作王陽明，把宋代換作

明代，看看這套理論能夠走得多遠。如何尋找新視角，增加學術的價值，或許正是本文最

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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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重返顧亭林 

 

在主張政教合一的儒家而言，政治的發展有賴於學術的建立。這一點在熙寧變法失

敗後，宋代理學家紛紛歸咎於王安石（1021～1086，北宋天禧五年～北宋元佑元年）的學

術就是很好的例證。5 在他們而言，學術就是政治的“上梁”，上梁不正下梁歪。 

在這個前提下，學術就不能一味強調無法回應現實的高原理想、著眼空泛虛無的理

論辯證和遵循與現實狀況不符的要求。不然，學術就不能解決現實世界確切存在的問題，

引領人們向更美好的前景前進。所以在評價儒家學說如何如何時，我們必須與當時的政治

現實合而觀之，把握時人所面臨的困境與契機，並從學術中尋找相對應的資源。這個標準，

同樣適用於“心學”。 

顧亭林曾批評王陽明心學空泛虛無，誤國誤民，宗師王守仁之罪不下桀紂而猶有過

之。6 他的指責如此嚴苛，背後正正是出於對學術不能回應現實需要的義憤。然而，顧亭

林這一論斷是建立在對王陽明及其學術錯誤的理解之上，他並沒有代入王氏的處境，也沒

有給予“理解之同情”，更混淆了王陽明本來學術和他弟子們的詮釋。7 

                                                 
5  程頤在安石為相之時曾譏諷王安石的學術說：“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

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憨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輪，辛勤攀登，逦迤而上，直至十三級

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

舊見公對塔談說如此如此。”（【宋】程顥、程頤，200：5）《朱子語類》卷一三〇亦載：“論王荊公遇神

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宋】朱熹，2010：4034） 
6  見《日知錄》卷十八，〈心學〉〈舉業〉〈朱子晚年定論〉三條。（【清】顧炎武，2011a：717-730） 
7  這裡分學術內在發展和外緣因素進行討論，因應顧亭林論斷中的兩重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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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此即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

之所為，有牿亡之者矣。” （【清】顧炎武，2011a：718） 

  

這是顧亭林對心學的批評，認為心學之所以“空”8 乃是源於學者“不操心”。所謂

的“不操心”，以理學言之就是不用“存天理，去人欲”之功。心若不具天理而言“從心”

就會因為賦予為習俗所染的“心”最高的道德權威而失之於放縱，導致的結果就是“今之

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

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 (【清】顧炎武, 2011a：729) 這樣的人幾乎不可能與他

們探討問題，也不會接受他人指責，更遑論自我反思。這些人立於朝廷之上只會擺出一幅

清高的姿態，政治的現實如何，他們做錯了什麼決策，一概不過問，一律不負責，他們是

極度自我中心的人。這樣的士大夫，不會對政治的改革和發展有什麼貢獻，因為政治家必

須時刻直面現實，克服確切存在的困境。 

然而，王陽明本身未嘗不教人“存天理，去人欲”。他為“致良知”建立了實在的

修行方法，也非常關注“格物致知”的討論，常要求學者“著實用功”，不“離卻事物”

而“在事上磨練”，倡導“知行合一”之教，勸解學者時刻“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這

                                                 
8  這裡的“空”應理解為“對現實的政治生活無用”，顧亭林雖然沒有明言，但以士大夫的思路推敲，這樣

的理解是合理的。顧亭林在拜讀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後曾致書說：“炎武以管見為《日知錄》一書，

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十之六七。”（【清】顧炎武，2011b：299）而《明夷待訪錄》之著，正是

反思明代政治制度而為的。顧亭林在《日知錄》中指責心學，當與明代政治相聯想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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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要求與“未學聖人之操心而驟語夫從心”的放縱截然相反，體現的是時刻的反思和私慾

的克制。如果陽明心學果真如顧亭林所言，那這些治學要求又該作何解釋？ 

很顯然，王陽明心學並非我們想像中那樣單純依據“心”行事就可以了，要能夠

“從心”而行的必要條件是恢復“心之本體”，培養出“良知”，這“良知”雖人人皆有，

但因為“私慾之蔽”，需努力修持以復其初。因此，學者不能懸空去想，要確實地修煉。

這與朱子理學如出一轍，差別只在於陽明心學賦予“心”更超越的地位。所以，顧亭林真

正攻擊的對象是那些罔顧陽明治學要求而“空談心性”的王學末流。9 倘若陽明心學果真

空泛虛無，對政治現實毫無用處，那王陽明理應是比誰都庸碌放蕩，無所作為，而這是不

符合事實的。在明代歷史裡的王陽明，無論是文治武功，都是首屈一指，顧亭林也不可能

否認這一點。 

王陽明心學在流傳中確實發生了扭曲，這扭曲是直接源於陽明學說的支離。王陽明

在“天泉證道”時確立了“四句教”10，他的兩個弟子錢德洪和王畿有著不一樣的理解。

《王陽明年譜》載： 

  

德洪與畿訪張元沖舟中，因論為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

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

                                                 
9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云：“然‘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後來門下各以意見

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清】黃宗羲，2005b：197）  
10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明】王守仁，2015b：

1318）“四句教”是陽明平日之教，“天泉證道”時確立為最後定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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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

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

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為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

無功夫可用，恐怕只是見耳。” (【明】王守仁, 2015b：1317) 

  

從上所見，錢德洪是維護師門之教法，而王畿則對陽明平日之教有所懷疑。他的疑

慮在於，如果人心本體是無善無惡的，那人心善惡從何而來？他的疑慮是合理的，所以當

他們向陽明請教時，陽明並沒有否定王畿，並表明說錢德洪與王畿各得他宗旨的一面，

“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陽明雖肯定了王畿對“心之本體”的詮釋，

但警示他“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教人。”因為陽明認為，直悟本體是“上根之人”才適用

的，這世上沒多少個。由此可知，陽明承認的王畿是作為一個“學生”的提問和“天才”

的領悟，但反對他以這種方法教育他人。陽明認為“人心已為習俗所染”，所以應該提供

實在的方法讓人們“恢復心體”，如果直接點破，人們就會“懸空去想個本體”而不“實

用功夫”。 

王畿把握到的是陽明學中的最理想境界，也就是“心體”恢復後的狀態，是陽明學

其中的一個“終極目的”；錢德洪把握到的是陽明學中的治學途徑，也就是心學的“格物

致知”之旨。此兩者互為表裡，缺一不可，此所以陽明對兩人說：“二君之見正好相取，

不可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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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的理解不同，各以所悟去教人也導致了不同的效果。錢德洪的理解著重修持的

功夫，要復那“心之本體”，在“人心已為習俗所染”的前提下，可以“無大得，亦無大

失耳”；王畿的理解重頓悟，輕修持，對於“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的“上根之人”有奇

效，但在普遍平庸的人間，卻會帶來“懸空想個本體”的反效果，王學末流的虛無空泛正

由此而來。 

錢德洪和王畿各執一偏，與王陽明本來宗旨大大不合，這些被扭曲的理解風行天下，

導致了顧亭林提出的隱憂，我們可以此作為對陽明學的評價嗎？當然不能，正如我們也不

能同意有人借朱子學說“以理殺人”就斷定朱子學是“吃人的禮教”一樣。把陽明弟子學

術之弊端以為是陽明之過，這樣的判斷是不正確的。 

顧亭林也認為王陽明四處講學傳播自己的學術有礙“道德一，風俗同”11 的儒家政

治理想。顧亭林這個觀察是正確的，因為心學賦予“心”更超越的地位，所以人人都可以

依據自己的內心作出判斷，而每個人的成長環境各不相同，心中對道德和正義的判斷必有

差異，這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道德一，同風俗”的理想在當時是否可行？答案卻並非

如此理所當然。 

“道德一，風俗同”是理學家的政治理想。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寫道：“一有

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 

(【宋】朱熹, 2012：1) 以“君師合一”作為政治最理想的狀態正是儒者在中華帝制的背

景下發展出來的。中國傳統的共同信仰是天，而皇權作為最高的權力需要有理由作為其能

                                                 
11 見《日知錄》卷十八，〈舉業〉條。（【清】顧炎武，2011a：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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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支配一切的正當性，這個理由只能是至高無上的天。由於人不可能反抗天，所以儒者不

可能妄想天翻地覆的改革，只能在既有的帝制下盡其所能地令身處帝位者代天巡狩，成為

聖人。中國人重視教化，這個教化的責任也只能由至善的天，或更準確的說，由天子為人

間的代表來肩負。 

不過，歷史現實與上述的理想狀態顯然有很大的出入，而儒者不得不針對現實作出

進一步的詮釋。於是他們相信，後來出現“聖賢之君不作”的狀況，以“孔子之聖”卻

“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所以教化億兆之民的責任就轉移至“獨取先王之法”的孔

子信徒，也就是儒者身上。這層責任的轉移也意味著達致政治理想狀態的“方法”和“工

具”的分裂。儒者們掌握了“先王之法”，君王掌握了“行政教之位”。要恢復理想的政

治狀態，此兩者必須重新結合，相互依賴，在儒者的想像中，掌握“先王之法”是更重要，

凌駕於“行政教之位”上的。如此一來，儒者就可以此對君王作出要求，令君王聽取規訓，

在君王肆意妄為時進行制約。這就是理學家們隱晦的政治意圖. 

然而，這種思路的合理性“只有在皇權並不能籠罩一切，政治世界中有足夠的寬鬆，

士紳階層還具有相對獨立的存在空間時，才可能真正實現。” (葛兆光, 2001b：303) 因

為只有在皇帝接受了這個理想政治狀態以及承認儒者“獨取先王之法”的前提下才有意義。

那怎樣才能令皇帝接受這個前提呢？就是當皇帝在實際政治上確實需要依靠儒者的條件下，

皇帝才不得不配合。上段的歷史闡釋會在宋代出現，原因正在於宋代是個極度依賴士大夫

的時代。《宋史·文苑傳》載：“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

此。” (【元】脫脫等, 2004：12997) 正因宋代“用文吏奪武臣之權”，宋代的一眾理

學家才有那個資本去要求皇帝。在那個時代，程頤（1033～1107，北宋明道二年～北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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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元年）甚至有“天下治亂繫宰相”的豪言，
12
 卻沒有受到對付，他在列舉宋代“超越古

今五事”時也提到宋代不殺大臣的傳統，13 可見當時士大夫地位之高。 

反觀明代是個完全專制14 的時代，也是士大夫悲慘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倡導“道德

一，風俗同”並不符合上段提出的合理性的。“當這種本來是士人對皇權進行文化制約、

對社會進行倫理教育的理學，成為政治權力控制下的意識形態時，‘天理’之類的絕對真

理就會以權力的話語和話語的權力，化為一種嚴厲的制度和訓誡的規則，成為對士人自由

心靈的一種約束。” (葛兆光, 2001b：303) 

這其實造就了另一種政治意義上的“空”，也就是對既有現實的不反思，陽明反而

以此指責當時的朱學門徒。這樣的“空”正是理學化為權力的話語後導致的。朱熹《大學

章句》釋“格物致知”傳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宋】朱熹, 2012：7) 這樣的思路，正是把修持內心的方法訴諸於收集外在的知識。這

賦予外在的道德倫理規則紀律合理性，15 所以士大夫不會或不能反思既有的規條和權力的

合法性，因為把心靈的判準訴諸外在事物，外在事物就具有超越心靈的特性，當兩者發生

衝突時，遂成絜矩之道。這對於政治現況無所裨益，士大夫只能在無盡的知識尋求與內心

的衝突之間循環，也沒有批評政局的道德立足點。 

                                                 
12 見伊川先生《論經筵第三劄子·貼黃》。（【宋】程顥、程頤，2008：540） 
13 見《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五·伊川先生語一》。（【宋】程顥、程頤，2008：159） 
14 宋代也是專制，但明代更為極致。這個更極致體現在“廢相”事件上，後文將細論。 
15 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卷二。（葛兆光，2001b：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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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陽明學倡導“心即理”、“人人都有良知”、“心外無物”等，都是一種試圖

把心靈提升至高於外在事物的舉措，消解外在事物對個體的權威與桎梏，讓心靈自由地進

行批判與反思。在一個專制獨裁的時代，能夠自由批判的公共空間已然不多，惟有心靈是

權力無法完全滲透的，開拓內心的靈覺，賦予心靈超越性，把“權威的道德”進化成“原

則的道德”，這無疑是可貴的。“道德不一，風俗不同”其實是更理想的社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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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代嚴峻的政治現實 

  

儒學的終極關懷是如何“恢復合理的人間秩序”，而儒者往往是士大夫階層，在朝

中辦事。下文將就明代政治的兩個特質進行論述，分別是“廢相”和“士大夫的悲哀”，

探討士人的辦事環境如何影響他們的判斷。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置相》云：“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清】黃宗羲, 2005a：8) 

錢穆《國史大綱·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亦云：“明代是中國傳統政治

之再建，然而惡化了。惡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廢相。” (錢穆, 2010：665)  

  

屆此，我們要問的是，為何“罷相”會有那麼嚴重的後果？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置相》又云：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

分身之君也。 (【清】黃宗羲, 2005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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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幅員廣大，皇帝再有才能也不過是一介凡人，不可能處理完帝國的所有政事，

於是丞相之類的大臣就因應而生，協助與分擔政務。丞相的設立除了是出於政務處理上的

要求之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政務的分擔也代表著權力的分享。如果沒有權力，就沒人

配合，政務就無法處理，國家運作也會癱瘓。屆時民怨四起，天下黔首不能安居樂業，將

動搖國本。皇帝最怕自己的帝位不保，所以丞相制度之建立，無論對天下抑或對天子，都

是很重要的。它保障了帝國的運作。 

然而，權力的分享還有另一層意思，亦即，皇帝不再有至高無上的、唯一的權力，

他的權力遂來自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因此，官僚體制的信任必與此契約有關。皇帝不能再

為所欲為，因為他有兼顧官僚群體意見的需要。受到制約，尤其是這種近乎要脅的制約，

任誰都不會喜歡，況乎理論上大權在握，心理上以天下唯我獨尊的皇帝們。 

皇帝想不想重握分享出去的權力？當然想，但自秦而降，畢竟沒有皇帝敢這麼做。

偏偏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元天曆元年～明洪武三十一年）有這種勇氣和毅力，在

洪武十三年（1381）以謀反罪處死丞相胡惟庸（？～1380，？～明洪武十三年），連帶中

書省（首相署）一併廢除，詔令後世不得再議立相之事。原由丞相統御的六部，直接對皇

帝負責，皇帝集所有行政權力於一身，成了“絕對君主獨裁”的局面。16 這樣的政治格局

壞極了！壞在行政的效率沒有保障。黃宗羲（1610～1695，明萬曆三十八年～清康熙三十

四年）《明夷待訪錄·置相》云： 

 

                                                 
16 美國漢學家 Charles O. Hucker 在《明末的東林運動》一文中做出如此判斷。（段昌國、劉紉尼、張永堂譯

1979：171）錢穆亦有相同的見解。 （錢穆，20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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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 (【清】黃宗羲, 2005a：8)  

 

這裡的“賢”應作有才能解。“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是很重要的一

個觀察，也是獨裁專制體制下最大的弊端。 

我在這裡專言丞相制，實際上對皇權的制約是整個士大夫階層的事。然而，有丞相

和沒丞相畢竟有程度的差別。丞相作為百官之首，這份權威是其他官僚所不具備的。這樣

的權威可以統一對皇帝的反對陣線，皇權在與士大夫階層對抗時將面對更大的壓力。不過

這層論述的重點是在於，皇權沒有了丞相的制衡，可以更加的肆無忌憚。 

引文中的“賢”除了可以“才能”來理解外，也可以“品德”來看。皇帝除了“沒

能力”會誤國之外，更可怕的是“沒品德”。一個“沒能力”的皇帝當然會對行政帶來負

面影響，比如奏摺堆積如山、官員任命遲遲不批，許多政務懸空著，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但相比起“貪婪”和“好大喜功”這些“品德”上的問題，後者少了制約力量無疑是更加

麻煩，對帝國帶來更大的傷害。貪婪者會橫徵暴斂，好大喜功者會窮兵黷武，大興土木，

直接受傷害的是天下百姓。明武宗和明神宗就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士大夫在皇帝陷入瘋狂之際，必須挺身而出，向皇帝進諫，“引君於道”。

理學在政治現實中的主要意義正在於此。理學的核心是“格物致知”，以通過“窮理”來

修持心靈，恢復“道心”。這與“引君於道”有關係嗎？有的。 

由於皇帝的權力在理論上是至高無上的、是絕對的，但為什麼這個至高無上的、絕

對的權力是合理的？這是需要回答的問題，而中國的傳統就是認為，這種至高無上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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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天任命的，因為中國人的信仰中，天就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所以天下的共主也叫天子。

回答了皇權的至高無上還不夠，我們還要問，為什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原來是凡

人的一群可以得到天的權力？理學就在此處切入，對此作了詮釋。因為天是至高無上的，

所以也應該是至善的，它選出來管理人間的天子也應該是至善的，惟有如此天子才符合

“天理”，天子才能作為天在人間的代表，天子之位才能從中得到正當性。那我們要怎樣

確定現在的皇帝，比如朱元璋，是符合這個“天理”的標準的？理學家們的方法是訴諸傳

統和歷史，把一些遠古時代的聖王堯、舜、禹、湯等抬出來，作為楷模，要求現任皇帝效

仿。除了怕國家運作被癱瘓掉，皇帝們也怕自己的權力與地位沒有取得正當性，更怕天下

輿論，落人話柄，貽笑千古。帝位與皇權的正當性正是由掌握了文化話語權的士大夫階層

來詮釋。所謂的文化制約就是如此而來。 

但理學家始終面對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皇帝會受到這些理學家們的制約，是因為

“有所畏懼”，不論是來自政治現實的威脅，還是傳統與輿論的壓力，換言之，這種制約

方式最終還是要看皇帝願不願意配合。如果皇帝不願意配合，或根本“無所畏懼”而不需

要配合，那這些約束就形同虛設。 

在明代，皇帝根本“無所畏懼”，因為“廢相”之後皇權少了很多制衡。除了“廢

相”，明代同樣令人深痛惡絕的政治現象就是士人殘酷的待遇。 

清人趙翼（1729～1814，清雍正七年～清嘉慶十九年）《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

有“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一條。其中列舉了丁鶴年、戴良、楊維禎（1296～1370，元

元貞二年～明洪武三年）、胡翰、趙壎、陳基、張昱、陶宗儀、王逢等明初文人為例子。

究其因由，不外乎三點。第一、明太祖朱元璋有鑑於前朝律令的寬弛，一切用重典，嚴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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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法。第二，刑罰之施無特定標準，“無賢否之分，無枉直之判”。第三，對士人極度嚴

苛，“區區小過，縱無窮之誅”。文中亦引用了葉伯臣的上疏，描繪當時的士人在朝廷的

處境，云：“取士之始，網羅無遺。一有蹉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築城之科，不少

顧惜。” (【清】趙翼, 2005：741) 

由此可知，皇帝對士人極其殘酷，而且這種殘酷是毫無道理的。懲罰“無枉直之

判”，“區區小過，縱無窮之誅”，體現的是皇權的肆無忌憚，顯示了法律上充斥著“不

可預測性”。清人薛允升（1820～1901，清嘉慶二十五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著《唐明律

合編》，意在比較唐律和明律兩者之異同。從他的立場來看，唐律是歷代最好的律法，好

在“繁簡得中，寬嚴得平”，“一準乎禮”。而明刑法雖在表面上承唐律之舊，然而“點

竄之塗改之”甚多，“大辟之科任意增添不愜於人心者頗多，即下至笞杖輕罪亦復多所更

改”，從這一點看，就知道明律在“中平”和“一準乎禮”的標準下相去甚遠。薛允升亦

引解縉《上太祖封事》，以為其證，曰：“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

十載，無一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17 合而觀之，豈止去“一準乎禮”遠甚，簡

直就是沒有標準！這個“一準乎禮”是極其重要的，它保證了法律有個公認的權威和依據，

也確保法律是“可以預知”的。法律只有在“可預知”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形成有效且合

理的約束力。 

如果皇帝可以從心所欲，以一己一時之好惡而為法，那為了避免受“無窮之誅”，

最好就是什麼都不做。這樣的朝廷，士人身在其中必定戰戰兢兢。在這樣的恐怖和壓力之

下，士人對制約皇帝的主動性必然降低，畢竟誰都不敢保證，自己發言進諫的後果。 

                                                 
17 具見《唐明律合編》。 (【清】薛允升, 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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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律除了充斥“不可預測性”，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御製大誥》中的法律也包括

了許多道德要求。這種情況體現的是皇帝對“道德一，風俗同”的實踐，達到掌控天下輿

論的政治目的。(Andrew, 2000：2) 

明初士人雖然不欲致仕，但只要是讀書人，就逃不過“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 

(【清】張廷玉等, 2003：2318)的法網。廣信府儒士夏伯啓叔姪剁指不仕，朱元璋將之載

錄於《御製大誥三編》，欲以此告誡天下士人，不可懷念前朝，不事君王。該條中還大義

凜然的指責夏伯啓叔姪二人不知感恩，自比天下百姓的“再生父母”，最後說夏伯啓死不

足惜。這裡顯示的是他強人所難，無所顧忌。他根本不容許任何形式的抗議和不配合。

《御製大誥三編》有載： 

  

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楊一凡, 

2013：220) 

  

雖然該事件的“蘇州人才”亦有不是處，但能夠說出“不為君用則殺身抄家不為過”

之語，已足夠驚世駭俗，令人惶恐不安，可見當時士人的處境何其惡劣。 

士人出仕則戰戰兢兢，朝不保夕；不仕則難免“殺身抄家”之禍。這正是明代士人

的困境。要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致力“引君於道”，實在是無能為力。明初理學家如吳康

齋陳白沙等接受理學教育，同樣以儒者自居，卻只在“心性理氣”上專研精微，堅持不仕

朝官。若非困境太大，自知絕無“引君於道”的可能性，絕不會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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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們可以知道，理學作為一種“對皇權的制約力量”已經不復適用，因

為明代的皇權膨脹，成了君主獨裁的局面。士人在當時的地位普遍低下，備受殘害的，這

裡的殘害除了是生理上的虐待，也包含了心理上的恥辱，廷杖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廷杖

之論將在下一章論王陽明時繼續，作為影響陽明至深的事件。這裡要點明的是，理學作為

一種“引君於道”的學術已然成為空殼，甚至成為了君王鞏固地位的利器。18 在這個意義

上，堅持窮盡外在萬物之理的路數、堅持“道德一，同風俗”的理想路線，是不可能推導

出“制約君主”的政治理想狀態。 

理學“引君於道”的路數行不通，那王陽明的路數難道就可行了嗎？在回答這個問

題之前，我們先看看王陽明在面對上述政治現實時做出了什麼樣的反應。 

 

 

 

 

                                                 
18 儒學的理想是創造出一個聖賢之君，統御寰宇，理學更是因應此理想而發展的。然而，當理學成為了官

方意識形態，而皇帝又著力塑造自己為“聖賢之君”、“再生父母”時，就會成為合理化皇帝行為的理論依據。

因為“聖賢之君”必然是善的，天下的善惡是非也將由皇帝的行為作判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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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陽明的選擇 

 

為了證明王陽明的心學是因應時代的要求而產生的，我必須先證明王陽明確實有

“恢復人間合理秩序”的動機和志向，也必須證明王陽明是清楚意識到政治現實。然後方

能論及王氏放棄“引君於道”轉而“覺民行道”的思想史意義。《王陽明年譜》載： 

  

成化十八年壬寅：（陽明）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

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 (【明】

王守仁, 2015b：1226) 

  

弘治二年己酉：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

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 (【明】王守仁, 2015b：

1228) 

 

弘治五年壬子：是年為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於京師，遍求考亭遺書

讀之。一日思先儒謂“眾物必有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致理”，官署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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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

之學。 (【明】王守仁, 2015b：1228) 

 

上述引文三段顯示的是王陽明早年時的志向。王陽明自少便以“學聖賢”自許，並

且著實去實踐，以“格竹遇疾”一事觀之，實在很難相信陽明絕是一個只會高談闊論之人，

在我看來，王陽明與“空談心性”扯不上關係。然而，王陽明亦非一個狂熱的朱學信徒。

從他“格竹”失敗轉而就“辭章之學”就可看出。這裡需要點明的是，陽明體現的是一種

開放的思維。正是這種思維，讓陽明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更能夠解決問題。他是真正在運

用自己的理性，對現況進行反思的，所以當他確定繼續“格竹”已沒有意義，就不再執著。

這一思維的開放貫穿陽明的一生，無論在教人還是執事，他始終能夠因應現實的條件作出

最理想的判斷，下文將論及的“上疏抗救”事件即是明證。 

王陽明怎麼去理解“聖賢”二字、要成為什麼樣的“聖賢”我可不好說，但可以肯

定的是，王陽明是一個不甘於平庸的人。在此我們要提出另一個疑問：一個不甘於平庸的

人何以每次擔當重任之後總是急流勇退，多次請辭呢？當中必有緣故。最後，我們可以得

知，陽明是從朱學入門的。從他“謁婁一諒”後深契“宋儒格物之學”，再到他篤信先儒

“眾物必有表裡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致理”進而“格竹遇疾”，無不是對朱學治學要求的

實踐。由此可知，他曾是朱學最虔誠的追隨者之一，19 他一定也曾有過“引君於道”的理

                                                 
19 部分的思想史往往把王陽明歸於陸九淵一派，令人誤解王陽明是陸九淵學派的延續，但從這裡可以發現，

陸王對舉這種理解是過於片面和化約的，其中還有可斟酌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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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恢復合理的人間秩序”必定是他的志向。從這裡可以斷定，陽明心學必然是在“儒

家的整體規劃”之中。 

回到上面提出的疑問：一個不甘平庸的人是如何變成明哲保身的呢？這或許要從王

陽明生命的轉折點說起。王陽明人生的轉折點是正德元年（1507）的一次上疏。 

  

正德元年丙寅：“武宗初政，奄瑾竊權。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

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疏入，亦下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

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明】王守仁, 2015b：1232) 

  

這次上疏可以輕易找到前文所述的理學制約皇權的套路。上疏陳情，規勸正德皇帝

收回成命，要“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不正是“引君於道”的體現嗎？再

看陽明是怎麼“引”的。他正是利用輿論壓力來威脅皇帝，諸如“下民無知，妄生疑懼”、

“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等句，無不含有這樣的意

味。這裡要說的是，他正是以士大夫應“引君於道”自許才會有此行動。雖然心學亦未嘗

不有“引君於道”的願望，但從內容觀之，則理學明顯更著重此道。 

陽明這次“引君於道”的嘗試，結果很淒慘。他下詔獄，還被廷杖四十。這兩項懲

罰我們從字面意思來看好想習以為常，尤其是廷杖，然而實況是“既絕復甦”，歷來死在

廷杖之刑者亦不在少數。這裡可以想見的是，陽明在這次的“引君於道”中經歷了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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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的雙重創傷，
20
 有沒有後遺症很難說，但很肯定的是這次事件影響了他後來的人生。

他從此深切明白，理學的道路在今時今日是行不通的。如何證明呢？見下引陽明一首獄中

所作的詩。 

  

《讀易》：囚居亦何事？省衍懼安飽。瞑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

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為寇，童牯事宜早。蹇蹇匪為節，虩虩未違道。遯四獲我

心，蠱上庸自保。俯仰天地間，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非矯。幽哉

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明】王守仁, 2015a：714) 

  

詩中隱藏了什麼心情，其實不難看出。首先，為什麼這首詩會出現？王陽明為什麼

讀《易》？陽明《傳習錄·陸澄錄》有“蓍固是易。龜亦是易。”一條，三輪執齋注此條

曰：“先生豈言蓍龜無別乎？是言決嫌疑，定猶豫，則為龜易無異耳。”21 可知此詩之作，

就是陽明“決嫌疑，定猶豫”的歷程。王陽明身逢大厄，對前途茫茫，充滿憂慮是人之常

情，在此尋求一些超越的啟示，無可厚非，從他“玩羲易”和“畫畫有至教”兩句可證。

詩中也帶有反思的意味，所謂“洗心見微奧”的“洗心”正是“洗心革面”之意。從此可

斷定，此詩是陽明對“上疏抗救”一事進行過深切反思的過程。 

                                                 
20 精神創傷是指當眾廷杖帶來的屈辱，廷杖就好比現在一些學校的公開打屁股，立意在於羞辱。（【清】

張廷玉等，2003：2329） 
21 見王陽明《傳習錄》第五十條。（陳榮捷，20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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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中包含了五個卦象，分別是〈蒙〉䷃、〈蹇〉䷦、〈震〉䷲、〈遯〉䷠ 和

〈蠱〉䷑ 卦。“包蒙戒為寇，童牯事宜早”說的是〈蒙〉卦。卦辭曰：“亨。匪我求童

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

止，蒙。”22 此卦重點在於“險而止”，能否亨利成功則要看時機，此所謂“時中”之意。

這卦在詩中更重要的啟示是“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意思是自己有大道應該是蒙昧之

人向我求解，而不是自己送上門。為什麼呢？因為自己送上門的東西顯得廉價。結合陽明

的遭遇可知，“上疏抗救”就是一種把“治道”送上門的舉動。詩中說“童牯事宜早”，

意思是啟蒙要儘早，弦外之音可以理解做正德皇帝要啟蒙已經太遲了，也意味著“引君於

道”的努力已經太遲了。 

“蹇蹇匪為節，虩虩未違道”說的分別是〈蹇〉卦和〈震卦〉。“蹇蹇匪為節”當

是〈蹇〉卦六二爻辭的化用。爻辭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雜卦》曰：“蹇，難

也。”《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23 合而觀之，意思是

前路困難，要另尋出路，這些危難也並非自身的過錯，不過是時局如此而已。由此亦看出

陽明對現實的殘酷與艱難已有所認知。“虩虩未為道”的“虩虩”是〈震〉卦的卦辭。

“虩虩”是驚恐之意，說“虩虩未違道”是指《象》之言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

省。”24 意思是要自我反省，也有遯退的意味。 

                                                 
22 見《易程傳·卷一》。 (【宋】程頤, 1974：44) 
23 見《易程傳·卷四》。 (【宋】程頤, 1974：342-345) 
24 見《易程傳·卷六》。 (【宋】程頤, 1974：45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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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遯四獲我心”說的是〈遯〉卦九四爻，爻辭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25
 

“蠱上庸自保”是〈蠱〉卦，上是指上九爻，爻辭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26此兩

者顯露出陽明接下來的意志，結合“簞瓢有餘樂，此意良非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兩聯詩句就可以確定，王陽明在下詔獄時已經萌生退意，不立於朝了。 

整首詩概括而言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王陽明在“上疏抗救”的嘗試中深刻意識到

“引君於道”已是不可能，還會因此而付出慘痛的代價，所以打定主意遯退，另尋“行道”

和安身立命的方法。 

對朝廷這一種警惕也可以體現在他勸阻友人童克剛上疏進諫的事件上。他認為童克

剛上疏所陳不過是“老生常談”，此前早已有人提及，要是真的有用，早就施行改革了，

而且還斷定，童克剛的上疏建議不但不會施行，還會有“指摘非訾之者”，帶來不少麻煩。

27 陽明還勸童克剛說：“君子思不出其位”。從“不出其位”可知，假若君子不得位，則

當“遯世無悶”，體現的是一種審時度勢的高度謹慎。 

雖然時局艱鉅，用“引君於道”的方式企圖“恢復人間合理的秩序”是行不通的，

然而這不代表陽明就放棄了“行道”的理想。據嘉靖四十三年刊刻的《陽明先生年譜》，

王陽明在正德十六年揭致良知之教，並強調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要學者著實

用功。羅洪先描繪了陽明悟得良知二字的曲折過程，也敘述了陽明教人“凡三變”。其中

記載曰：“在滁以前，喜人靜中悟入，已而畏其沉空守寂，不可以經世宰物。” (于浩, 

                                                 
25 見《易程傳·卷四》。 (【宋】程頤, 1974：296) 
26 見《易程傳·卷二》。 (【宋】程頤, 1974：169) 
27 見《復童克剛》一書。 (【明】王守仁, 2015a：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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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58) 這一段記載是隆慶六年的刻本所無。
28
 從上可見，陽明其實極其關注學者能

不能“經世宰物”，也就是如何回應現實的問題，做出實質的改變。所以，我們可以斷定，

王陽明從來都沒有放棄“行道”的理想，也可以確定，他四處講學其實就是要培養出可以

“經世宰物”的人才。這就是王陽明有現世關懷的直接證據。 

但我們還是需要繼續追問，他的“出處”標準是什麼？我想他《山東鄉試錄》中的

一道題目範文可以看出端倪。題目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單看題目就已經

可以知道，他出仕的標準是“以道事君”。文中亦寫道：“於吾堯、舜之道，從而弗改焉，

則是諫有不聽矣，其可枉道以徇人乎？殆必奉身而退，以立其節，雖萬鍾有弗屑也，固將

見機而作，以全其守，雖終日有弗能也。是則以道事君，則能不枉其道，不可則止，則能

不辱其身，所謂大臣者蓋如此。” (【明】王守仁, 2015a：880) 可以為證，若嫌不夠，

《龍場生問答》中也寫道：“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為行道

矣。”(【明】王守仁, 2015a：995) 至此，陽明出仕之標準為“行道”可無疑慮了，這

就解釋了為什麼王陽明如此反复，多次出仕而後又急流勇退。更重要的是，他論證這種標

準的合理性，是以“不枉道”和“不辱身”為依據的。“不枉道”還比較好理解，但“不

辱身”體現了什麼？“不辱身”體現的，是一種把人看作“最重要”的精神，注重人的尊

嚴，尊重個人的選擇。相比起“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種要求更平易近人，也更能夠

達致。假若“行道”注定犧牲一切在所不惜，能“行道”的有幾人？這種近乎恐怖襲擊的

狂熱，對現狀的改變又有何用？人死不能複生，在皇權可以肆無忌憚的現實中，死多幾次，

皇帝又會感動嗎？要是真能改變，早就改了，哪需要什麼大臣去死。 

                                                 
28 隆慶六年本的《年譜》收於謝廷傑主持刊刻的《王文成公全書》。 



27 

 

“引君於道”不可行，陽明選擇了什麼？他選擇走“覺民行道”的路線。王陽明曾

為《節庵方公墓表》一篇，寫得是一位叫方麟的商人。陽明在墓表中寫道：“古者四民異

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 (【明】王守仁, 2015a：986) 從這裡可以看出，王陽明

已經把“行道”的責任由原本的“士”擴大至“士、農、工、商”四民。這種假設四民都

有可能“行道”的行為，不正是體現王陽明“覺民行道”的意圖嗎？後來王陽明四處講學，

不正是“覺民行道”的實踐嗎？ 

 

 

 

 

 

 

 

 

 



28 

 

第四章 結論 

 

至此，我們已然確知王陽明有經濟天下的志向，也大約理解他放棄“引君於道”轉

而“覺民行道”的考量，但我們還是要問：“覺民行道”這樣的策略會有，或者想達到什

麼樣的效果？這個效果比之於理學的“引君於道”又如何呢？對於這一點，王陽明沒有明

確的提過，但我想嘗試“以意逆志”，做出個合理的比較，以此為總結。 

心學的意義在於把道德判斷標準付諸於內在的心靈，當然，這個心靈必須是經過修

持的。它的目的跟理學一樣，都是追求內心“純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差別在

於理學修持的依據是外在的萬物，而心學是在不離卻事物的前提下，信仰自己內在的靈覺。

心學賦予人獨立的道德判斷力和批判思考，相對於理學的路數，更有可能對既有制度作出

反思。那為什麼這寫到的判斷和批判思考是重要的？皇帝最怕的有兩件事。第一，帝位不

穩妥。第二，面子掛不住。 

當天下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斷和思考時，皇帝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樣把皇權的正當

性訴諸傳統，而是需要具體的理由告訴天下人，皇帝擁有支配天下的權力是合情合理的。

要是不合理，老百姓可以不服從，不必等到水深火熱快活不成的時候才來個激烈的反抗。

原來只是士大夫對皇帝有這樣的要求，讓皇帝符合某種標準以證明自己帝位的正當性，對

皇權進行制約，當皇帝擁有絕對的權力時就可以把這群士大夫剷除掉，皇權的威脅就可以

解除。但現在則全天下人都這麼做，要殺也殺不盡，要阻也阻不完，輿論的壓力將如排山

倒海。這就是擴大“行道主體”的意義所在。如果民間的壓力夠大，皇帝不可能忽略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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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是敢視而不見，民怨累積起來，還是會爆發，到時的帝位還是會動搖。在面對制度與

權力的壓迫時，士大夫也更加有資源去反對制度，即便制度已是約定俗成，已沿襲百年千

年，因為心學的理論把世人從“權威的道德”解放，發展個人“原則的道德”。“權威的

道德”之所以有約束力是因為有個權威在，人們是臣服於權威，而不是道德本身，在面對

另一個權威時，也無法做出比較和判斷，更難找到理由說服自己。但“原則的道德”不一

樣，它的約束力源自於個人的理性判斷，是經過自己思考和理性拷問的過程，並且真實相

信的，因此擁有最高的道德約束力。 

學問要成為引導人們向著美好前進，就必須回應現實，而高於現實。在政治哲學而

言，更是應該就現實狀況提出改革方案，才是有意義的，如若不然，不過是空談而已。 

理學在君主獨裁專制的明代，是沒有實行的空間的，前文已經有論證。顧亭林指責

心學空泛虛無，無裨於政治，堅持的是“道德一，風俗同”的路線，但事實上這種理想的

路線是行不通的，由此觀之，是不是說理學才沒用呢？理學的路數沒有好結果，心學難道

就有？到底心學風行天下之後，明朝有什麼實質的制度改革嗎？士大夫們更容易制約皇權

了嗎？似乎也沒有。這裡要點出的是，在君主獨裁的明代，要創立制約皇權的制度可以說

是非常困難的，對此我們應該給予“理解之同情”，要明白其中的“情非得已”。然而相

較之下，王陽明走的路線開拓了更多的可能性，畢竟是相對有利的。可見王陽明及“心學”

絕非虛無之學，其中也包含了現世關懷。 

中國士大夫都有“經濟天下”的理想，從儒家典籍和思想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

的終極關懷都離不開如何創造一個美好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我們對此往往有所忽略，這是

因為宋代儒學，在“心性理氣”等形而上學的探究上發前代之未發，所以出現儒學在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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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內在的片面印象。但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提問，為什麼會轉向內在時，就可以發現，這

些“內聖”層面的專研，是為了“外王”的實現。我們要意識到，這批思想的發明者同時

也是士大夫，士大夫是中國帝制中的統治階層，他們的生活是離不開政治的，既然如此，

他們發展的學說，必是因應現實而為的，決不是憑空想去探討宇宙的奧秘。來到明代，王

陽明心學較之宋學更注重“心”，人們對他的誤解也就更大了。王陽明也是士大夫階層，

他的父親還是狀元，自己也多次出仕，是個不折不扣的儒者。如果我們承認王陽明是儒者，

那他的“心學”也必然是在儒學範疇之中的，必不出“儒家整體的規劃”外。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獨裁專制的時代，要意識到人力的有限，面對強大的

權力機器，人是很渺小的。有了這點意識還不夠，我們還必須提醒自己，雖然有些道德原

則可以以死捍衛，而這種“殉道”的行為也很是可敬，但如果這樣的以死捍衛是沒有帶來

任何實質的改變，於現實而言就是無意義的。面對絕對的權力，要小心謹慎，必須懂得何

時該進何時該退。進的時候就盡忠職守，退的時候就默默耕耘，等待時機。王陽明為什麼

如此注重講學？就是因為他理解，要改變現狀並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是他不能“引君於

道”，就致力於啟蒙平民，令“俗美於下”，此亦不失為“行道”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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